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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学实践被认为是中国正规外语教学的开端。通过对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相关教学
要素及特点的分析，发现其与“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洋务运动虽然在政治意义上以失败告终，但

作为外语教学发展史的一环，这一时期的外语实践仍旧能给今天的外语教学提供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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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即 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ＢＩ），也被称为“依托内容的语言教
学”。它指在教学中将外语视为目标语，并以之

为媒介来学习其他科目知识，使外语和专业知识

同时增长的教学观念。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起至
今，ＣＢＩ在世界各地的 ＥＦＬ教学中备受青睐。学
术界一般认为 ＣＢＩ起源于１９６５年加拿大蒙特利
尔的“沉浸式”教学实验（Ｉｍｍ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国
内也一般认为我国的 ＣＢＩ教学始于１９８０年代的
中外合作办学中。然而，早在一个半世纪前，清政

府为应对鸦片战争后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

千年未有之强敌”，发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开设的

各类学堂中设置了外语、自然、科技类课程。其

中，外语不但是必修科目，也普遍是科学技术类课

程的教学语言，不难发现，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形

式从本质上体现出了诸多“基于内容的外语教

学”（ＣＢＩ）的特征。
那么，洋务学堂是如何进行外语教学，又与

ＣＢＩ有哪些共同处？洋务运动是否取得了一定的
教学效果？ＣＢＩ在中国到底是一种创新思想还是
复古潮流？它能给当今的ＣＢＩ提供哪些启示？这

些都将是本文着力探讨的内容。

２　洋务学堂的外语课程教学
２．１　外语学堂的教学

开设于１８６２年的京师同文馆被视为中国历
史上第一所正规的外语学校。以其为例，最初命

上海、广州的地方官进行推荐英法文教师，并令其

“携带各国书籍来京”［１］２７３，最终敲定包尔腾（Ｊ．
Ｓ．Ｂｕｒｄｏｎ）和司默灵（Ａ．Ｅ．Ｓｍｏｒｒｅｎｂｅｒｇ）分别为
英文、法文教师。后京师同文馆又增设了天文算

学馆，并“延聘西人在馆教授”，于是馆中正式开

始用外语教授其他西方近代课程。当美国的丁韪

良（Ｄｒ．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任同文馆总教习时，他
将同文馆的学制设定为五年制和八年制，对于五

年制的学生，“谨借译本而求诸学”，而八年制的

学生先学外语，从第四年开始“由洋文而及诸

学”［２］２７－３６，即用外语学习数学、物理、几何、化学、

地理等自然技术课程。由此可见，京师同文馆中

八年制的学生不仅主修外语，也已经开始借外语

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课程了。

２．２　军事学堂的外语教学
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代表的军事学堂主要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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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舰设计、制造、驾驶的人才，自１８６７年开办后，
福州船政学堂就先后聘请外国专业技师来辅导学

生的船务水平学习，如法国人德克碑（Ｄ’Ａｉｇｕｅ
ｂｅｌｌｅ）和日意格（Ｇｉｑｕｅｌ，ＰｒｏｓｐｅｒＭａｒｉｅ）。福州船
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用法文作教

学语言，学习法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机械学

等，也叫“法文学堂”；后学堂用英文进行教学，学

习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航海天文学、航海理论

等，也叫“英文学堂”。另外，学生还须在外籍教

师的监督下完成船上和车间的演练和实习。福州

船政学堂采取外国外语训练与专业知识学习同时

并进的教学方针。外语被视为一种必须掌握的工

具，学习它是为了“登堂入室”更好地直接汲取西

学知识［２］。船政学堂学生学成后也开始承揽船

舶的设计及技术方面的工作，这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中国海防和造船工业本土化和独立发展的

进程。

２．３　实业技术类学堂的外语教学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洋务派兴办了一大批铁

路、电报、医学、矿务类实业技术学堂。福州电报

学堂的外籍教师是从丹麦大北公司请来的工程

师，电报专业教学器材也由丹麦引进。而学生由

来自有英语基础的广州、香港等城市或是船政学

堂里有外语、数学知识的学生组成，这为外籍教师

直接用英语教授电报知识提供了语言支持。而

后，天津电报学堂同样聘请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

技术人员用英语来教授电学和发报技术，并规定

只有英语熟练的学生才能获得入堂学习资格。具

备一定的外语基础的电报学堂学生在外籍教师的

指导下，各项功课基本通晓，福州电报学堂在开办

一年后也取得非常理想的成绩。１８８９年，广东设
立的西艺学堂聘请了赫尔伯特、葛路模、骆丙生、

巴庚生等外籍教师。其中巴庚生“铜铁锡矿学、

化学皆精”，又是经验丰富的“开矿有效”者［１］。

这也说明，实业技术学堂外籍教师的专业性和实

践性是值得肯定的。

３　ＣＢＩ在洋务学堂外语教学中的体现
一般认为，ＣＢＩ在我国的实践始于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Ｌｅａｖｅｒ和
Ｓｔｒｙｋｅｒ总结了ＣＢＩ的４个特征：基于主题内容；运
用地道的教材；学习新知识和照顾特别学生群的

需求［３］。ＣＢＩ是指一种将目标语视为媒介来教授
其他科目的方法，那么从１８６０年代的洋务运动开
始，ＣＢＩ就存在于中国的教学设置中了［４］１１１－１１６。

同时，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也已经体现出诸多

ＣＢＩ教学观念的特征。下面，本文将从教学相关
要素的角度阐述洋务学堂外语教学的ＣＢＩ特征。
３．１　教学模式

洋务学堂的外语学堂、军事学堂和实业技术

学堂先后将外语视为学习其他专业科目知识的媒

介。比如京师同文馆的八年制课表中要求中高年

级学生，英语外语训练寓于科学知识的教学之

中［５］。美国的丁韪良、满乐道，爱尔兰的欧礼斐，

中国的汪凤藻等人都曾用英文教授过专业课程；

福州船政学堂也用英语和法语教授船舶建造和设

计的相关内容。这种“由洋文而及诸学”的培养

模式，是学生以洋文学习为基础，再向其他学科发

展，即在学好各国语言的情况下，再学习以各国语

言讲授的其他学科课程［６］。因此，洋务学堂的外

语与内容的融合学习经历了从以“外语为中心的

教学法”（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到“辅助教
学模式”（ａｄｊｕｎｃｔｍｏｄｅｌ）的过程［４］。

３．２　教学资料
如上文，Ｌｅａｖｅｒ和Ｓｔｒｙｋｅｒ总结的 ＣＢＩ四个特

征之一是启用地道的外语教材。洋务学堂中的部

分教材是由外籍人士从美、英、法等国直接引入，

也有教材是由精通专业内容、汉语和外语的教师

编写或者根据原版教材翻译的。如成立于１８９６
年的南洋公学，其用于高中、大学阶段教育的所有

教学材料，包括参考文献，都是从美国引进的［３］；

京师同文馆的八年制西学课程的教科书也有使用

原版外文教材。可见“运用地道教材”这一 ＣＢＩ
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３．３　教学主体
ＣＢＩ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具备用目标语教授

专业知识的能力。而洋务学堂教师普遍由外国人

担任。据统计，京师同文馆先后有５１名外籍教师
来馆任教；福州船政学堂成立后的５年间，也聘请
外籍专职教师９名，兼职教师１４名［２］。后洋务派

为了增加中国教师，又在各学堂挑选了同时具备

语言和专业知识的优秀毕业生担任教师，如汪凤

藻、严复等学员都先后留堂任教。因此洋务运动

晚期培养了一批既通晓汉语、外语又有专业知识

的双语教师，为外语教育师资本土化打下了

基础［７］。

３．４　教学对象
具备一定的外语基础是学生适应ＣＢＩ教学的

必要条件。京师同文馆就对年岁较小而且学制较

长的学生先进行外语学习，而后再采用外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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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艺”课程。福州电报学堂和天津电报学堂也

都要求招收具备英语基础的学生入学。这种外语

教学策略是对学生目标语认知水平的尊重，也符

合教学实施对学生水平的要求。ＣＢＩ对于外语水
平较弱的学生来说帮助作用不显著，只有学生的

二语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使二语学习对其认

知发展产生正面效应［８］。而这种正面效应一旦

产生，后续的认知和外语的学习就会水到渠成。

３．５　评价体系
京师同文馆有定期考核，也有外交翻译和中

外口译的实践活动。福州船政学堂以船舶车间实

习、航海实践为主。这些评价制度都突出了对专

业知识的实践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的重视，而这

又与ＣＢＩ蕴含的学习实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
ＣＢＩ对内容学习的考核强调的是在目标语创设的
问题情境中，考察学生用目标语分析问题，将概念

图式转化为实际操作，从而解决问题的技能，是让

学生掌握目标语在本专业中的思维方式［９］。而

洋务学堂对学生的评价即是在目标语问题情境中

考察学生的外语技能、操作技能、概念应用的

技能。

鉴于上述对洋务学堂中外语课程的相关要素

特征的分析表明，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与 ＣＢＩ教
学观念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可以说，洋务时

期的外语课程教学便是 ＣＢＩ教学观念的初期实
践，而外语教学在洋务教育的开展过程中逐渐建

构出了一套ＣＢＩ教学的原型。

４　洋务学堂外语课程的 ＣＢＩ本质对当今
外语教学的启示

回顾洋务教育在外语课程教学的实践过程，

我们不得不惊喜于它超越时代的创新性教学方

式，纵然当中包含历史使然的客观因素，但其中的

闪光点仍可以为当今的外语教学提供思考的

方向。

４．１　以洋务教育的贡献看外语学习回归工具性
本质的重要性

洋务教育的贡献一方面在于培养了一批活跃

在清末民初的各领域的优秀毕业生。如从京师同

文馆毕业的沈铎、张德彝、汪凤藻都分别在政府、

外交、教育等部门担任要职。福州船政学堂的优

秀毕业生有以翻译家、思想家、教育家为大家熟知

的严复；分别担任北洋舰队、经运号与致远舰的将

领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刘世昌等人。福州电

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的毕业生也成为我国最早

一批的现代通讯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洋务教育

对“西艺”的学习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的近

代化进程。然而不论是人才培养或是工业技术的

现代化，外语教育都至始至终贯其中，成为西方近

代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输入的媒介。但是，我们

的外语教学却长期将外语当成一门学科去学，造

成外语技能与专业知识相脱离，忽略了外语作为

工具而存在的根本认识。而ＣＢＩ教学就恰恰强调
外语学习回归其工具性本质，让外语成为获取知

识和传播思想的载体。

４．２　从质疑看 ＣＢＩ实施的可行性及民族性的
保持

时至今日，纵使ＣＢＩ教学已实践多年，国内对
ＣＢＩ的质疑却仍未散去：反对者一方面认为学生
的水平、师资条件、教学材料不能适应 ＣＢＩ；另一
方面认为ＣＢＩ教学涉及教学用语问题，涉及民族
问题。针对第一点，从历史上看，洋务学堂的外语

教学都已体现出ＣＢＩ的教育观念，那么，现阶段在
社会物质条件、师资、学生水平等方面则具备更充

分的实行ＣＢＩ的条件。而对于民族性问题，我们
可以借古开今。１８７１年京师同文馆的奉堂谕曾
写道同文馆原为学习洋文，然必通晓汉文者，方能

于洋文得力。汉洋自应一体专心分学［１０］９８－２６１，福

州船政学堂也要求学生在专业课之外得兼习《圣

谕广训》《孝经》《策论》等中国传统课程。这体现

出洋务学堂在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时，强调对学

生母语学习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并重。这对于我们

今天外语教育规划中如何处理实施外语教育的同

时注重学习母语，保持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问题

仍具有借鉴意义［７］。因此，在实施 ＣＢＩ的教学
中，保留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让学生体会中国外语

之优美，中华文化之美好。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民

族的民族性是否根深蒂固，民族语言能否延续，靠

的是整个民族能否坚定地传承本民族语言和强化

民族的话语权，而以摒弃世界所广泛接受的外语

来维护本民族外语地位的做法显然不可取也

无益。

４．３　从洋务运动的失败看学术输入与输出的同
等重要性

在教育目的上，洋务派学习“西文”和“西艺”

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仅仅是中国向

西方的学习，只有西方文化及技术向中国的单向

输入，而科技也未真正地融入中国生产生活中。

而科技才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科技的落后也注

定国家政治地位的落后，这也是我们今天将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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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政治意义定性为失败的原因之一。而面对

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我们应倡导一种互动

的、双向的交流。通过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英

语与世界交流，我们在汲取国外先进技术与知识

的同时也输出自己的新兴技术和民族文化。在全

球化“知识无国界”思潮推动下，一方面，我们掌

握了世界范围内最前沿的学科信息，以避免错误

研究和重复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在前人

研究基础上来展示我们的创新研究成果。在这种

国际学术输入与输出的循环运转中，国家的学术

话语权才能被人承认。而ＣＢＩ教学观念所强调的
培养学生用目标语进行专业学习的思维方式，能

使学生有能力参与到前沿的学术输入与输出中。

ＣＢＩ形式的全英语课程是争夺世界未来人才，扩
大我国在国际政治、科技社会上影响力的重要

举措［１１］。

鉴于上述分析，洋务学堂的外语课程教学实

践早已体现出了 ＣＢＩ教学的雏形。从客观上说，
是社会及历史条件制约了洋务学堂对教学模式、

教材、师资等教学因素的选择，但也因此促使洋务

学堂形成了以外语为媒介来学习专业知识的教学

模式，继而培养了一批富有成就的近代化人才。

而面对当今的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一个人是否

能不受外语的阻碍获取专业的发展动态，并输出

自己的学术思想已变得举足轻重，而 ＣＢＩ教学将
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纵然目前的 ＣＢＩ实
践仍面临诸多阻碍，但对比一个半世纪前的实例

后，相信眼前的困难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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